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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劝民歌的文本特点与传播机制∗

———兼论“口头文献”的使用与探研

孙　 　 岩

　 　 内容摘要:劝民歌是明清乃至民国地方官用以布政施教的通俗歌谣,
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内容含纳政教准则和民间信仰,涉及民众生活的各

个方面。 劝民歌的文本具有通俗押韵、修辞丰富、便于记诵的口语本位导

向,在语词、情境和例证的使用上亦有地方性特点。 其口传机制深嵌于基

层权力结构和乡土社会网络,又可搭配告示制度和歌册分发等文本流布

形式,形成贯通视听媒介的传播体系。 劝民歌的流衍,与乡民诵歌习字和

广积阴功等实践也紧密关联,其贯通官方意志与民间文化、兼及口头与书

写传统的特点,既可构成分析明清政教下行与文化传播的思想史材料,也
为探赜口头文献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典型例证,提示学界应尝试构建会通

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化的互文性阐释框架。
关键词:劝民歌　 声教　 传播机制　 口头文献　 书面文化

引言

自 1920 年代“到民间去”①运动以降,歌谣已被普遍视作民众生活与

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受到史学、文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关注。 但不少

古代歌谣还潜藏着政教下行的历史进程,必须衔接官府与民间的视域才

能透彻观察。 因为歌谣并非全由民众创造,也可能是勾连上下、官民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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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支持(2025SM178)、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声音

文化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研究”(2025Z04W01001)阶段性成果。
“到民间去”的含义、风行及其对 1920 年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影响,详参袁先欣:《地

泉涌动:“到民间去”与 1920 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年。



的。 在中国古代,“采诗观风”和“歌行风教”便是贯通上下的政教运作过

程,被视为王道典范。 劝民歌则是明清地方官用以布政施教的通俗歌谣,
它源于先秦“声教”传统、宋元谕俗文、佛道劝善实践等多重资源的交融,
类型多样,内容广纳圣谕教化、社会准则和家庭规范,既承载国家意志,又
整合入“三教”思想,从而将抽象的政教理念予以生活化建构①。 劝民歌

曾以多重形式广行民间,至清末民国仍很普遍,但它们一般不入经史,且
散见于各类官私文献,不易系统利用。 尽管学界曾于歌谣和善书研究中

涉及相近文类(如劝善书、宝卷等)②,但尚无有关劝民歌的专论,许多基

本问题也暂未厘清。
其实,现存劝民歌虽以文本形式出现,但其生成、传播和作用机制均

处于“口头”与“书面”的交汇点上,构成一种“口头文献”。 有学者已指

出,“文献”最早包含文字记载和耆贤口述两方面,但古典文献学主要是

以印本书籍为基础建立的学术体系,鲜将“口头文献”纳入研究③。 当然,
“口头文献”尚需进一步界定,因为近代出现的留声机虽构成某种“声音

的档案”,但受限于历史条件,古代的口头实践已无法回归今人耳畔,这
决定“口头文献”需依托文字或图文相辅等书面载体才能存续,并构成今

人探研此类文献的前提。 然而,之所以仍称某类文献为“口头”的,以区

别于典型的“书面文献”,根本上是基于“过去”而非“当下”历史情境的

判断———历史上,这类文献在创作意图、内容形态、传播方式和社会功能

等层面多具口头本位的导向,即便曾借助书面形式,也主要服务于口头的

实践。 比如,今人所见古代说唱艺术的底本和劝民歌,必然是无声的书面

形态,但它们本质上是讲唱的脚本,其功能在于为说、唱提供依据,其生命

在于有声的传唱(当然也可供阅读),包括唱者与听者之间的意义流动过

程。 倘若仅因其现存形态是文本,便简视为“书面文献”,则极易遮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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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劝民歌承载的思想资源与政教下行问题,笔者有另文详述,本文对此不作延

展。
闫雪莹:《百年(1900—2007)中国古代歌谣研究述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第 108—115 页。 [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孙雪梅、何英莺

译:《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游子安:《劝化金箴———
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59 页。
张廷银:《关于口头文献的一点浅近思考》,《文献》 2023 年第 6 期,第 28—31 页。
陈泳超:《论中国古典文献观中的口头传统》,《西北民族研究》 2024 年第 5 期,第
83—96 页。



们承载的口头传统与历史情境,限制今人追索更复杂的议题。 因此,“口

头文献”既可指那些口耳相传的口述内容,还应包含用于说唱、戏曲等具

有声音本位导向的通俗文献,后者亦被归入“俗文学”①的论域,并已得到

关注。 但古典文献学的体系难以直接施诸口头文献,因此潘建国主张建

设“俗文学文献学”,希冀构建出适合研究口头传统的文献学方法②。
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政教传播模式,劝民歌贯通官方与民间场域、兼

及口头与书写传统的特点,恰可构成分析明清政教下行与文化整合的思

想史材料③,也为探赜口头文献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典型例证。 本文在挖

掘大量地方志、官箴书、档案、文集、报刊、碑刻和歌本等民间史料的基础

上,尝试厘定劝民歌的类别与文献特征;在衔接“口头”和“书面”的视域

下,探讨劝民歌的传诵机制;接着结合个案与通例,揭开隐伏于历史后台

的民间习诵实践,考察劝民歌流衍问题承载的社会文化图景;最后展开对

研究口头文献的若干审思。

一、劝民歌的文献类型与唱叙特点

存世的劝民歌主要是可视的文献形态:既含独立的刻本、抄本和晚近

的油印本,也包括由碑刻、档案、方志、报刊、文集、善书等史料载录的文本

形式。 独立版本的劝民歌,其外在形态多装帧简陋、开本较小、轻薄便携,
属于廉价的版本类型;内容编排上,不少文本依照歌词程式和断句之处进

行分隔排列,有的亦于每段唱词后附小字注解;此外,刻本、油印本多有专

门的封面,有的还包含插图,抄本则时常出现各类标注和衍生内容。 其他

典籍载录的劝民歌多只记录歌词与注解,而较少包含图文。 后续各节将

涉及上述内容,但考虑到明清劝民歌名目繁多,须先理清其类别和层次,
以便把握不同劝民歌的文献特点与研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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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可斌:《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第 77—86 页。
潘建国:《“俗文学文献学”若干问题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4 期,第 108—118 页。
葛兆光提出,古代流行的小说、话本、唱词都可以用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
特别是观念的世俗化过程(《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 年第

4 期,第 64 页)。



(一)劝民歌的分类与主要内容

劝民歌既指直接以此为名的文本,更是一整类相关文献的统称,至少

包含三大类型。
第一,综合型劝民歌,包括各类冠以劝民歌、劝善歌、醒世歌、劝世歌、

劝戒歌、劝俗歌、劝谕歌、好人歌、正俗歌、圣谕歌等名的文献。 共性如下:
旨在劝人为善;面向“四民”(士、农、工、商),尤其还包含不识字的男女老

少;内容含纳儒家政教准则和民间信仰,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流传甚广的《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民歌》,从读书、栽田、习艺、贸易

等社会分工展开劝化,广及孝悌、忠信、息讼、纳粮、莫赌钱、少饮酒、和睦

乡党、交易和气、禁止结盟拈香等行为准则,甚至包括“家庭中,喂鸡犬,
鹅鸭少养”等生活细节①,可谓是指导人生的百科。 这类劝民歌常提纲挈

领地展现民众所需持守的行为准则。
第二,专题型劝民歌,如各类息讼歌、戒赌歌、戒溺女歌、戒烟歌、戒勿

拜会歌、劝赈歌、劝农歌、劝息械斗歌等,内容聚焦特定主题,且通常围绕

各地的风俗民情展开,照映出一地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福建巡抚王

凯泰曾访悉台湾赌风最盛,虽已严禁,“恐未能一律痛改,特撰俚歌百句,
以代苦口之劝”②,又令地方官敦促各地转抄发贴,将“示禁戒赌俚歌”③

遍贴各厅县的城乡通衢,可见当时台湾府示禁戒赌的迫切性。 清中后期,
拜会和吸食鸦片成为两大顽疾,官府既严行稽查,又以戒勿拜会歌、戒烟

歌、禁种罂粟歌等方式开展劝化④。 这使专题型劝民歌往往具有鲜明的

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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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民歌》,王见川等主编:《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

编》第四辑第 7 册,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 年,第 191—194 页。
《巡抚部院王晓谕台属诸邑人等戒赌之俚歌百句告示》,光绪元年八月,淡新档案校

注出版编辑委员会:《淡新档案(四)》,台湾大学,1995 年,第 53 页。
《淡水分府陈星聚单仰六班头役将戒赌俚歌一百句告示分贴各处并取具各乡保总

甲收管状缴案备查》,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淡新档案校注出版编辑委员会:《淡

新档案(四)》,第 57 页。
如嘉道时李璋煜在广东潮州府推出《戒勿拜会歌》 (李璋煜:《李璋煜告示》,杨一

凡、王旭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 9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485—
486 页);山西在晚清时是国内主要的鸦片种植地,当地曾推行《禁种罂粟歌》(方戊

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四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 12
册,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504 页)。



第三,针对特定人群的劝民歌,有宗约歌、各类士农工商歌、劝女歌、
小儿歌等。 知名者有晚明吕坤的《宗约歌》,涉及家庭伦理、子女教育、为
人准则、乡里关系和政教禁令 80 余条主题①,内容浅显而全面,入清后仍

颇受推崇。 亦有士大夫另作宗约歌,但节录或照搬吕氏的情况更普遍②,
柘城县甚至在乡约中融入讲唱《宗约歌》的环节③。 可见,宗约歌亦可突

破单一宗族,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晚清山陕地区还流传分别针对

“四民”的劝民歌,如《商人歌》围绕商民从事的钱行、书铺诸行当展开劝

化,生动融汇政教律例和商道准则,其中不乏当时的行业习语④,有一定

的史料价值。 与前两类劝民歌相比,这类劝民歌契合受众群体的身份,可
映射不同人群的生活实态和社会期望。

根据作者或编者的差异,可再区分劝民歌的两大体系:一类由官绅所

作,多冠以“劝民”名目,虽力图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也善于将政教思想与

因果报应信仰相融,但多隐伏着意识形态立场,也更偏向阐发有关社会治

理的主题;另一类是由底层读书人或教派领袖所作,亦有前述综合型、专
题型等类。 但与官绅常言“劝民”不同,这类文献多以“劝善” “醒世” “劝

世”为名(当然,也有官绅使用该名),蕴含点化众生的宗教思维,常见于

民间善书和各类宝卷,如《何仙姑宝卷》即以《劝世歌》开篇,警示“善恶分

明天有报,远在儿孙近在身”⑤。
这两大体系的劝民歌共享不少思想资源,在内容构建和文本传播上

也紧密交织。 如晚清流行于北方的一部《醒世歌》,全面囊括养育劝孝

歌、劝戒赌博歌、忍让息讼歌、敬惜字纸歌、劝戒洋烟歌、陕西荒年歌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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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下册《吕书四种合刻·宗约歌》,中华书

局,2008 年,第 1251—1278 页。
如直隶霍州流传的宗约歌有劝祭祖、戒邪教等 20 条内容(杨立旭修,白天章等纂:
《〔光绪〕续刻直隶霍州志》卷下,《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 54 册,第
524—526 页),均从吕氏《宗约歌》节录。
李志鲁纂修:《〔乾隆〕柘城县志》卷十四,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

本(索书号:地 150. 151 / 34),叶四十一。
张贵喜、张伟编著:《山陕古逸民歌俗调录》卷五,三晋出版社,2013 年,第 457 页。
佚名:《劝世歌》,《何仙姑宝卷》 上卷,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广州文魁阁刻本(索书号:5725 / 2243),叶一。



类主题①,既统纳了官绅和底层人士所作之歌,又将不同主题的歌谣与功

过格相结合,使整部《醒世歌》带有融汇政教准则与民间信仰的特点。 若

将前述两大体系的劝民歌简单割裂为官方和民间文献,便很难发现二者

的内在关联,无以洞悉劝民歌背后的文化整合过程。 有鉴于善书和宝卷

中的劝世文 / 歌亦含劝善宗旨,将此类文献统归于“劝民歌”或“劝善歌”
的总名之下,符合时人的认知,在学理上也是恰当的。

如上数种劝民歌,旨趣相近,侧重各异,层次交叠,共同组成近世劝民

歌的完整结构。 但因行善无止境,万事皆可劝,故能衍出无数主题。 在同

一主题中,又常有数种异词同义的名目,这使劝民歌成为一种相当驳杂的

文献体系。
据笔者目力所及,在官绅所作的劝民歌中,综合型的数量最大,直接

以“劝民歌”命名者最多,次为“劝善歌”;专题型的以“息讼歌”和“戒赌

歌”为最。 而现存官绅所作的三类劝民歌,总数至少在二百篇以上,所涉

区域广泛。 若加上民间宗教和善书中流传的劝民歌,则难计其数。 囿于

篇幅,前文仅概括常见名目和主题,无法面面俱到。
下文聚焦官绅所作劝民歌,尤其是被喻为“民之父母”的州县官,他

们既可运用官府的宣教手段,也不时借助民间的传播渠道,在编作和传布

劝民歌上皆具引导性。 劝民歌篇幅不长,却蕴含丰富信息,较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形态与观念体系,能为不少议题打开新的视点。 比如,特定

时空下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群体的生活实态和社会期望、思想意识和行

为准则的传播方式、劝民歌背后承载的政教下行与文化整合过程等。
(二)口语化和地方性:劝民歌的文本特征与唱叙形式

为了让唱词贴近乡民的思维,劝民歌在文体上形成了若干适应“口

语文化”②的特点。
首先,通俗、押韵和复沓、回环的叙事程式。 文言文很难被乡民所理

解,吕坤发现,与族人言说“一语近文,须费讲说,惟是俗语乡音,是其素

习”,故其《宗约歌》“极浅极明,极俚极俗”,甚至“讹字从其讹字,方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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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醒世歌》,王见川、柯若朴(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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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言……语多直遂”,如“戒说谎”所言:“谎人说话口如流,半是张皇半

是诌……既比做贼真可贱,常言说道,丢屁扯谎。 还同丢屁也堪羞。 是谁苦

拷强逼你? 奉劝从今再却休。”①用语确属俚俗,以合乡民的观念。 官方

文献亦包容此种做法,如《〔乾隆〕芷江县志》评价闵从隆的《劝民歌五十

首》曰:“此俚语也,或谓劝民之词,无妨粗鄙,因附于末,以昭不文。”②

“不文”即不尚文辞的质朴之风,这在清前期恰恰被视作地方官实心教民

的表现。
为便于记诵,劝民词常被编成韵文,如三、四、五、六、七言及三三四、

三三七句式和杂用排韵等文体。 三、四言的歌词短促精悍、琅琅上口,但
只能传递基本信息。 五、六、七言式齐整押韵、抑扬顿挫,可容纳更多情感

和内容。 三三四句式又称“十字文”,齐整而凹凸有致,有递进感,如云

“老的们,少的辈,上堂听讲。 年纪幼,必须要,各务本行”③,每句末多有

四字的转腔加调,可凸显该句主旨,节奏明快,乃鼓词说唱常用的体式。
可见,排韵不同,唱叙有异,或便于口传心诵,或适合说唱宣教,但其口语

特点万变不离其宗。
劝民歌较少出现书面的逻辑连词,常以叠词推进内容。 如罗洪钰

《戒溺女歌十则》曰:“莫溺女,溺女丧天良。 爷娘生尔多慈爱,尔生幼女

致夭亡,狠毒真豺狼! 莫溺女,溺女恼乡邻。 亲生骨肉犹残害,何况寻常

陌路人,相避不相亲!”后几则亦以“莫溺女,溺女…” 开头,分别以惹灾

殃、恶神祗、必覆倾等概括恶果,每句下接两个七言句的诠解,终以“诸事

不安亨”等五言句④警示恶果,句压尾韵,回环相照。 这种程式具有强化

灌输和记诵的效果。
其次,贴近百姓的思维,采取情景式的化导而非抽象式的说教。 所谓

“政立科条,而教期遍喻,以民之质也,难谕以理道”,故劝民歌必须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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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日用,“以俗说编歌谣”①。
一方面,劝民歌常以亲属关系为起点,由内而外,从家庭伦理扩及社

会准则和朝廷律例,编织出百姓周遭的社会关系与生活要素。 如前引闵

从隆《劝民歌五十首》始以“劝吾民,孝为先”,渐及爱发妻、睦乡党、觅良

师、善择友等私人网络,再到重农田、要省俭、莫游戏等事项及早完粮、莫
兴讼、莫匿名、戒斗殴等公领域的规范。 专题型劝民歌亦有此特点,传统

社会的“差序格局”②及相应的行为准则,颇能于劝民歌中得到呈现。
另一方面,劝民歌既不引经据典,也不阐释“理” “气” “道” “格物致

知”等抽象概念,而是贴近日常内容。 少数劝民歌曾出现“天理”等语,也
仅具最低程度的抽象性,如侯鸣珂的《劝民歌》言:“作买卖,通交易,务要

公平。 万不可,损天理,大斗小秤。 看如今,兵灾遇,劫数不轻。”③并非理

学上的“天理”,而是抽去其理论意涵的善恶准则,“损天理”之恶果也被

对应到“兵灾遇,劫数不轻”等生活剧变,以警示何事应为或不可为。 唱

叙生动则有助于触及人心,且看王发越知山东巨野时的劝民歌词,内有

“劝尔民,莫赌博,其中坏处听我说,博友明是催命鬼,开局暗设滚油锅”
等语④。 “下油锅”是鲁南俚语,形容陷入难以脱身之窘境。 “催命鬼”的

对仗透露出,此处亦借十八层地狱传说中的“油锅地狱”进行比喻,一语

双关,从而将入赌局的恶果转为生动画面,令人浮想而心惊。
再次,移情式的唱叙与地方性特点的结合。 为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州

县官还常于歌中表现对当地民众的共情和参与。 如侯鸣珂离任孝义厅前

所作的《劝民歌》,开篇以其来任时“正遇着,兵荒后,满目鸿哀”的场景唤

醒与百姓的共同记忆:当时清廷甫定陕甘回民起义,四下兵荒,侯鸣珂就

任孝义厅同知,抚民五年,开捐赈济,奖励农桑,与百姓结下深情;离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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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翰纂修,袁传裘续纂修:《〔道光〕巨野县志》卷二三,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

府县志辑》第 83 册,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515 页。



“还有些,未了事,替民关怀”,故“且作歌,三两句,叮咛劝诚。 望我民,莫
当作,俗语丢开”;随后展开六条内容,歌末煽情道:“劝尔等,多少事,一
言难尽。 惟愿尔,都记下,个个遵行。 指日里,新官到,我要去任。 整行

装,挥别泪,无限离情。”①这种移情唱叙易引发共鸣,需要官员对当地有

足够程度的参与和情感。
此外,各类劝民歌虽不乏相近主题,但不少内容也可照映出独特的地

方特点。 比如在宗族械斗成风的福建漳州,即有围绕宗族传承与乡邻利

益展开的劝民歌②。 语词和例证上亦可融入地方性,前引吕坤和王发越

的劝民歌便用了“诌”“丢屁扯谎” “下油锅”等地方俗语。 张五纬在大名

府则颁有“妇女犯法不能免罪”的示谕,此为七言劝民歌,除阐发劝谕的

道理外,还融入唱叙本地妇女拐带孩童案的过程与判决内容③。
总之,劝民歌类型丰富,面向大众,内容含纳民众社会关系与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形式上通俗押韵、修辞丰富、便于记诵,并将抽象的社会规

范转为富有人情味的生存感知。

二、劝民歌的口传网络与文本传播机制

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的传播具有口头和书写

的双重网络④。 而现存劝民歌虽以文本形式出现,但它本非书面文化的

代表,其生成、传播和作用机制,恰可为观察口头与书写网络如何内在联

动提供有力的视点。
(一)口诵遍谕:“面对面社群”与劝民歌“声教”网络的形成

在明清乡村,识字通文者是少数,口耳相传才是普遍的传讯方式。 但

口头传播发生在面对面相会者的网络中,受不同主体的影响。 就劝民歌

而言,大致包含以下传播场景:宣讲仪式;木铎巡诵;不定期的官员口授;
立足于人际网络的塾师、保长和族长的传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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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的宣教体系中,圣谕宣讲构成仪式化的口传渠道。 “圣谕歌”
的讲唱自不待言,其他类别的劝民歌也时常借此获得扩散。 如成县推行

《教民六字歌》,“每于宣讲圣谕外,于所编不惮烦琐,肫肫详说开导”①;
晚清白话小说《跻春台》里有一则故事,生动展现了民间宣讲的情景,内
述郭安仁和江正宗二人挑粮上街,被公庙内的圣谕宣讲吸引。 二人见讲

生讲完“重农桑以足衣食”一条,又唱了一段近四百字的“劝善歌”,融汇

圣谕与果报之论,颇可动人②。 这种结合劝民歌的宣讲流行于晚清各地,
比如肃宁知县为加强戒烟力度,特将吸烟恶果编成俚歌,刷印四千余张,
分派巡行宣讲员和各村正副用以宣教③。

木铎制也是官府主要的宣教渠道。 “木铎”系指木铎老人一职,他们

是明清时散布乡里的风教人员,职司巡行宣诵政教谕令,其中就包括各类

劝教唱词④。 这种流动的宣教手段,有助于将劝民歌传布城乡。
不过,仅凭官府宣教机制的运作,无以将劝民歌广布于庶民之家。 明

中叶后乡约、保甲和宗族制的兴起,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增添了细胞化的口

传中介,他们与民众同处面对面的生活空间,可补官府宣教难及的私域范

畴,故地方官尤重劝化此类人群。 一方面,不少州县官因公巡乡时会召集

乡民,口授劝民歌。 在湖北崇阳县,“乾隆间,知县曹学诗作劝民歌,每至

乡即集众听讲,金侯亦然”,曹氏还以诗歌记录其作歌劝民“化导遍郊坰”
与“地僻人如堵”的现场图景⑤。 另一方面,即便州县官勤于下乡,也很难

全面召集百姓,普遍之举是将劝民歌交付士绅、乡保和族长人等,令其转

授。 如桂超万在漳州推行《何苦来歌》便借助“诸生”和“家长”⑥。 张五

纬的劝民歌有“族保务传谕”之语,注解说:“族是各家的族长,保是各村甲

地保,都要细看了。 本府注解的话,劝戒他们不学好的人,叫他乘早改过,

86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泳修,汪于雍等纂:《〔乾隆〕成县新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第 38 册,第 288 页。
刘省三编著,蔡敦勇校点:《跻春台》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70 页。
《本埠·注意禁烟》,《大公报(天津)》1910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杨念群、孙岩:《谕众劝俗:木铎制与明清乡里社会的政教实践》,《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84—97 页。
高左廷修,傅燮鼎纂:《〔同治〕崇阳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
第 34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83—184 页。
桂超万:《宦游纪略》卷六,《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 8 册,第
406 页。



免得也像他们身犯重罪。”①可见此类人群在传唱劝民歌上具有中介作用。
义学和私塾为劝民歌的口头传播提供了固定场所,如陈步梯任德化

知县时曾询悉民间疾苦,“自制《劝民歌》二十二首,遍谕闾阎,并令塾师

授徒熟读,明白讲解”②。 也就是在告谕乡民的基础上,让塾师以劝民歌

施教。
农田是乡民常见的信息传递空间,村中的“社长”和“农师”也时常作

为口传中介。 如清初新喻知县符执桓推出《劝民歌十二章》,适时保甲尚

未遍行,遂“授之社长、农师,使与吾民力行焉”③。 由于耕作单调,农民群

聚时常闲聊、歌唱,故有“种田唱歌最妙”、可免“闲话互讳”之说,清初名

儒陆世仪便作有融入道德要义的《种田歌》,“以教农民”④。
因劝民歌都是便于记诵的韵词,只要人们乐于转告,便极易形成“滚

雪球”般的传播效应。 此类末端的口传实践多发于家庭乃至闺门等隐蔽

场所,少有清晰记录。 不过许多劝民歌均有面向妇孺之语,强调“俾妇子

皆习闻焉”⑤,如清初施闰章的《戒溺女歌》流传甚广,据说旌德县方兰生

曾有溺女之意,致妻子怀胎十三月未产,其兄便以此歌诫之,兰生告知妻

子,立誓养女,其妻遂产⑥。 罗含章在连州推行《小儿歌》,中有劝女之言,
并称自身不便与妇女相见,遂“借儿口传”,后人亦载此歌曾由当地小儿

传诵,“风俗为之一变”⑦。 这些发生于亲朋、妇孺之间的传布情况,昭示

出私相授歌的可能。
民间传诵劝民歌还受官府奖惩政策的影响。 一种办法是将背诵劝民

歌与减罪相挂钩,如晚明蔡绍先针对河南各县“好讼”之情,“作劝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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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之通衢,应决杖能背诵者免,民始知重犯法,黠桀薰而善良”①,这是对

明初“大诰减罪”精神的创造式转化;有的是将教导劝民歌作为考核教官

的指标之一②;还有通过奖励乡民习歌以引领风教的,如柳堂曾刊印数千

张《劝民息讼俚歌三章》发予惠民县的塾师和庄长,“有能习诵上口者,童
蒙赏以笔墨、笺纸,村农则赏以折扇、手巾等物”,随后又遍发《圣谕俚

歌》,城乡孩童和不识字者若能信口熟读,“由官随时赴学下乡面试,赏给

银牌,以示鼓舞”③。
这些举措反响较好。 如李来章在瑶区借宣讲推广《圣谕衍义三字

歌》,又鼓励瑶童每逢四季赴县背诵,可获赏“笔、楮、果、饼”,不久后“排

中子弟,已知大义,顿革旧习,与邻壤咫尺,风气迥别”④。 陈步梯知德化

县时则将劝民歌遍谕闾巷、奖赏诵者,一度风动全邑,成为当地重要的名

宦事迹⑤。
清中后期,不少劝民歌也被融入曲艺表演。 由于鼓词等民间曲艺对

乡民颇有感召力,故地方官也乐于借其唤醒大众。 赵尔巽任四川总督时

推出《劝民醒迷歌》,即呼吁“更编鼓词去唱演,唤醒愚人睁睡眼”,希冀

“一传十来十传百,百传千万到处说”⑥。 不少劝民唱词本就适合曲艺表

演,略加改编即可使用。 如戊戌政变后清廷向全国推广的《劝善歌》,内
有称誉慈禧太后之语,不久后京城即出现《太后佛爷安民劝善歌一段》的

鼓词唱本,而北京现存曲目中还有若干融汇劝民歌精义的鼓词和小曲⑦,
可知此类现象应较普遍。 因此,不少民间艺人也参与了劝民歌的传诵过

程,有的还倾情讲唱,颇具感化效果。 如 1908 年济南省城鹊华桥畔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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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戚氏女郎,常带其三味弦至茶园评话,座客常满。 一次她演绎鼓词《劝

戒洋烟》,据说“其刻画吸烟受累情形,似嘲似劝,能使个中人闻而怀惭。
末复正声规戒,示以后日希望”,故观者赞:“具此辩才,不难令顽石点

头也。”①

可见,劝民歌的口头传播深嵌于基层权力结构和乡土社会网络。 地

方官、士绅、木铎、塾师、农师、乡约、保甲、宗族亲友乃至说唱艺人,同构出

叠合交错的口传结构。 理论上,这应当也是明清官府下达重要指令、要求

家喻户晓时可能兼采的传输渠道。 不同于文字形式,口头媒介可以将信

息直接灌注到乡民之耳,弥散于生活空间之中。 因时代背景有异,这类口

传网络的重要性、效力和机制如何,都极易被今人所忽视。
(二)以文宣教:文本传播机制及其运作

口传毕竟是教化的基础环节,对于确保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和统一性

来说,文字的作用远超口传。 因文字可将瞬时之声转入较恒久的视觉空

间,供人默读理解,乃至辗转传播,形成次级传讯链条。 对劝民歌而言,告
示、歌册、碑刻、报刊等媒介不仅必要,而且恰恰能和口传途径互为衔接。

首先,告示是劝民歌的常规宣传渠道。 作为官民沟通的重要途径,告
示不只有正经的公文,也有俗言俚语。 前揭有些官府的示谕正是以劝民

歌的形式呈现,而地方官也时常借告示推行劝民歌,如潮州府颁《俚语劝

民歌十六首》和《戒勿拜会歌》②,均充分利用告示制度。
这类实践常依托衙役和乡保制度运作,以求遍贴城市通衢与乡村闾

巷。 王凯泰在台湾下发《戒赌俚歌》,便要求台湾各署照录,遍贴晓谕,上
报贴处和日期。 淡水分府遂分派六班头役将此歌分投相应处所,发贴告

示,并取具各乡保、总甲收管状,缴案备查。 当时淡水厅的皂隶快班共设

六班,各有“头役”,六班各有该管地区,称“对保”。 此次竹南三保、吞霄

街、竹南四保、大甲街的告示即由“三皂蔡照对保”,大加蚋保、艋舺街、石
碇保等地由“二快蔡标对保”③。 各地乡、保则有收管告示和转贴之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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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保的收管状便记录:“石碇保乡长陈再兴、保长林朝聘,今当大老爷台

前,收管得戒赌告示二道,立即发帖该管保内水返脚街一道、暖暖街一道

晓谕,毋致风雨损坏。 合具收管状是实。”①于是,淡水厅得以较快完成对

竹堑城及各乡各保 38 处通衢的分贴工作②。 田文镜亦曾将劝民俚歌“刻

成斗方告示,颁发各州县……每家给他一张,令其贴于家堂板墙之上”③。
晚清时南方各省多设官书局,刊刻告示更便利。 1898 年清廷向全国推行

端方的《劝善歌》,福建便依托官书局“速为刊刻印刷十万张”,并“行司分

发各州县,于城乡市镇遍行张贴”④。
告示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展现,只有加盖官记的文告才具备张贴的合

法性,否则就是官府严禁的匿名揭帖了。 官绅可借此传布劝民歌,而民间

宗教的劝世歌多只能采取口传或秘发歌单等隐蔽举措,此即两者在传播

上最大的差异所在。
其次,传发歌册和歌单。 告示虽能于短期内广布城乡,却易遭风雨侵

损,有随时脱落之弊;歌册则可长存,并将习歌实践从告示所处的公众场

合转移到学塾、家庭等空间。 仍以清廷推行端方的《劝善歌》为例,据黑

龙江将军恩泽奏报,他广贴此歌后“复虑风雨剥蚀,不能垂之久远”,“又

装订成书,计数千本,饬交各城厅分发士绅庶民,以期互相传诵”⑤。 官府

分发歌单并不少见,尤其是下达私塾的劝民歌,可作蒙书之用。 如建昌县

官员曾抄录丁文钊的《劝戒歌》,榜示城乡,并“捐资刊印数百本,遍发境

内各学塾,谕令各塾师训蒙童等诵读”⑥。 从长久传习的角度而言,发至

家族乃至个人的歌单显然更具效用。
再次,部分劝民歌曾被勒石于特定场合,成为德教“纪念碑”。 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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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宝丰知县张征音曾推行劝民歌,道光时县衙前的石碑仍镌其歌①,
其所处位置既可警示来往之人,亦有提醒官吏之意。 西安碑林则存有咸

宁乡绅孙能宽在雍正十三年勒石的“劝农俚歌”,他自称此歌“俗鄙无文,
不堪问世”,但内关孝义等“涉世之概”,恰含《豳风·七月》周公告诫成王

之意,故“树石碑林,俾有事南亩者各置一通于座右,触目警心”②。 又如

一通以积善有报劝人抄刻的《息讼歌》碑,至今仍存于山西永济百佛阁博

物馆③。 与其他文本相比,石碑虽难以移动,但碑文能超越一定的时间限

度,被不同世代之人所观摩。
在晚清以前,一般只有收载于文集和官箴书的劝民歌才有望传出本

地,近代报刊则为劝民歌新增了跨地域的传播渠道。 报刊的受众可达一

省、数省乃至更广的范围,读者包含官僚、士绅和识字通文的商人与民众。
故《申报》《湘报》《大公报》 《竞业旬报》等不只传播各类劝民歌,更注重

扩散其示范性效应。 如《申报》在 1884 年登有广东雷琼道的《劝民歌》,
内容聚焦要团练、莫拜会和莫吸烟④,勾连起劝化民众与应对国家内忧外

患的关联。 同年 9 月,《字林沪报》刊登上海县推出的《劝民歌百句》,几
乎是照录前歌,仅更改了几个用词,如将“况琼州,是海岛”改作“况申江,
近海岛”⑤,以适应上海的地方性。 这种做法不会被当作抄袭,而恰恰是

劝民歌作者和报刊编者希冀引发的“再生”效应。
文字不同于口传的是,它将劝民歌引入阅读和传抄的读者世界。 但

看似静默的文字媒介实仍有声音的导向,因阅读和口诵前后相续,劝民歌

一经阅读,韵词的律动便与读者的“心声” 相连,或默念于心,或唱诵于

口。 更重要的是,识字者可借文本将劝民歌传达给他人,田文镜将劝诫告

示分发到户,便是要求“家有识字之人,常常念与他们听,妇女中或有不

懂得的,逐字逐句解释开导他”⑥。 可见,由阅读到口诵再到转述,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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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歌本的终极目标。
文字和口传媒介不但相互衔接,而且各地正是搭配两者推行劝民歌。

前引甘肃成县便是以圣谕宣讲作为《教民六字歌》的口传渠道,又刊刻散

布,“俾家喻户晓”①。 概言之,告示贴于人流密集的城乡通衢,构成传播

劝民歌的“点”;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口传渠道相当于“线”;歌册等文

本则可连缀阅读、传诵等环节,汇成传播的“面”。 点、线、面相通,同构出

叠合交错的传诵网络,最终将劝民歌带入寻常百姓之家。
除了推行者希冀实现家喻户晓外,前引《跻春台》 《戒溺女歌》 《小儿

歌》《劝善歌》及相关鼓词案例,包括一些旁观者的记录,均可佐证某些劝

民歌确曾广传民间。 地方志中的名宦事迹多为后人所考,有一定的事实

依据,可为证。 如董宗德在广东阳春时,针对当地奢靡之风,“示以勤俭,
作《劝民歌》,语意真挚,妇孺能习之”②;聂鏸敏知云南昆阳州,“见颛蒙

朴野,作《劝民歌》,编为俚词,家谕户晓……一时蒸蒸然民风日移”③。
沈麒元墓志铭载,他在淅川厅推行的《劝民歌》一度“户诵之”④;清末学

者俞樾则提及,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洪用舟曾于山东“作《劝民歌》,反复

告诫,传播闾阎, 谭翋 之众为之大定。 乂安齐鲁,屏蔽江淮,事在一

隅,功归全局矣”⑤。 种种记载皆说明,这套融汇基层政教与民间惯习的

传诵机制已然形成,并持续影响至近现代。

三、民间如何习诵劝民歌

百姓对劝民歌的阅读和传抄是否发生? 如何发生? 如果说口传需依

托中介运作,属于外在的施教机制,那么阅读则具内向性,它将短暂的口

传现象转入相对恒久的视觉空间,使人们无须经由中介也能习歌。 但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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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面向的文化底层者多是历史上的“失声”人群,须结合直接或间接的

记载,并加以整体描摹,才能探及他们习诵劝民歌的历史。
(一)劝民歌的识读门槛

劝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口头传播,但探究其识读门槛仍有学理依据

和意义。 因劝民歌在传诵之始常伴随告示、歌册的分发传布,民间亦不时

将习诵歌谣与识字实践相融。 探讨其识读门槛,可深化学界对明清民众识

字能力及其文类层次的理解,还能助力反思:官府告示在何种情况下能被

底层民众所阅读———这关涉文书行政之末梢的通俗化运转与受众维度。
刘永华、温海波的研究揭示,明清乡民并非都是目不识丁,而是有相

当一部分具备读写账簿等常见文类的能力。 记账只需掌握四五百个单

字;写信、日记及书立契约需掌握六七百单字以上;掌握六七百字也能读

歌本,但要读懂白话小说,需掌握两三千字①。 惜乎作者只统计了两首客

家歌谣,在样本的门类和数量上尚有提升空间。 笔者择取 22 首劝民歌,
并借助语料库对各篇歌词的总字和单字作出量化统计,列表 1 如下:

表 1　 明清若干劝民歌的字汇情况统计②

时代 名称
作者 /
署名者

总字数 单字数
字频排序前五的单字

及其出现次数

万历 宗约歌③ 吕坤 7306 1422
你(177)、人(147)、是(109)、
不(108)、那(98)

乾隆 劝民十二歌④ 牛问仁 1437 683
不(23)、生( 18)、是( 18)、民
(17)、吾(16)

乾隆 劝民歌五十首⑤ 闵从隆 1340 678
吾(53)、劝( 52)、民( 50)、莫
(21)、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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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刘永华、温海波:《清代民众读写能力再论》,《南国学术》2024 年第 1 期,第 98 页。
本表按照单篇劝民歌的总字数排序,以便清楚呈现不同篇幅劝民歌的用字情况。
单字数是指每篇文本去除重复字汇的字数。
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 《 吕坤全集》 下册 《 吕书四种合刻·宗约歌》,第

1251—1278 页。
徐家璘等修,杨凌阁纂:《〔民国〕商水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

志辑》第 34 册,第 230—231 页。
闵从隆纂修:《〔乾隆〕芷江县志》卷十一,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 第 162
册,第 433—436 页。



续表

时代 名称
作者 /
署名者

总字数 单字数
字频排序前五的单字

及其出现次数

嘉庆
四川总督部堂蒋
大人劝民歌① 蒋攸铦 1240 591

不(21)、要( 17)、一( 15)、是
(15)、人(14)

康熙 劝民歌② 汤豫诚 1043 504
一(23)、人( 20)、不( 18)、曰
(16)、以(15)

康熙
上谕十六章衍义

劝民歌③ 吴宪儒 1008 574
以( 17)、无 ( 11)、 有 ( 9)、 不
(8)、同(7)

康熙 劝民歌十四条④ 阎尧熙 700 435
人( 11)、 一 ( 9 )、 家 ( 8 )、 不
(7)、何(6)

同治 劝民歌⑤ 侯鸣珂 700 417
不( 17)、民 ( 12)、 官 ( 9)、 要
(9)、劝(9)

乾隆 劝妇女十二贤歌⑥ 孙岩 569 343
贤(22)、女( 20)、妇( 19)、人
(11)、有(7)

乾隆 劝民十二莫歌 孙岩 535 285
民(15)、莫( 14)、劝( 13)、人
(12)、一(10)

乾隆 劝民学好歌 孙岩 461 258
民(13)、语( 13)、劝( 12)、吾
(12)、好(12)

光绪 戒赌俚歌⑦ 王凯泰 500 302
赌( 17)、 人 ( 9 )、 不 ( 9 )、 博
(7)、与(7)

万历 好人歌⑧ 吕坤 496 220
人(91)、好( 77)、不( 47)、做
(10)、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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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王见川等主编:《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第四辑第 7 册,第 191—194 页。
侯荫昌等修,张方墀纂:《〔民国〕无棣县志》卷二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

志辑》第 24 册,第 253—254 页。
姚偱义纂修:《〔乾隆〕闽清县志》卷十,黄秀文、吴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稀见方志丛刊》第 14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718—727 页。
赖于宣修,张丙宿纂:《〔康熙〕藁城县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

辑》第 6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160—161 页。
常毓坤修,李开甲等纂:《〔光绪〕孝义厅志》卷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

志辑》第 32 册,第 506—507 页。
以下三歌见于孙岩修,何浑纂:《〔乾隆〕 续修文县志·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

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38 册,第 47—50 页。
淡新档案校注出版编辑委员会:《淡新档案(四)》,第 53—54 页。
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上册《去伪斋集》卷十,第 555—556 页。



续表

时代 名称
作者 /
署名者

总字数 单字数
字频排序前五的单字

及其出现次数

道光 何苦来歌四首① 桂超万 486 312
何( 11)、 人 ( 9 )、 有 ( 7 )、 赌
(7)、钱(6)

不明 息讼歌② 佚名 435 203
也(54)、焉( 18)、人( 14)、要
(14)、钱(13)

道光 劝民歌③ 黄应培 432 258
民(19)、劝( 18)、尔( 16)、莫
(16)、人(10)

顺治 戒溺女歌④ 施闰章 428 275
女( 21)、杀 ( 15)、 不 ( 9)、 生
(7)、莫(6)

乾隆 劝民歌⑤ 邵陆 300 244
为(6)、有(3)、人(3)、受(3)、
重(3)

光绪 禁种罂粟歌⑥ 方戊昌 264 218
种(5)、年(4)、人(4)、之(4)、
心(3)

道光 劝民歌⑦ 孙宗瑛 144 122
莫(7)、好(4)、百(2)、姓(2)、
听(2)

未知 劝息械斗歌⑧ 佚名 100 91
劝(3)、尔(3)、民(2)、生(2)、
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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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超万:《宦游纪略》卷六,《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 8 册,第
406—407 页。
董榕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永济市卷》上编《现存石刻·清》,第 540 页。
黄应培修,孙均铨、黄元复纂:《〔道光〕凤凰厅志》卷二十,《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

府县志辑》第 7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47—348 页。
施闰章撰,何庆善、杨应芹校点:《施愚山集(增订版)》 第 4 册《佚诗辑补·戒溺

女》,黄山书社,2018 年,第 329—330 页。
邵陆纂修,耿光文续纂修:《〔乾隆〕庄浪志略》卷二十,《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

县志辑》第 18 册,第 548—551 页。
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卷四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第 12 册,第 504 页。
盛庆绂、吴秉慈修,盛一棵纂:《〔同治〕芷江县志》卷六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

府县志辑》第 67 册,第 609 页。
张鸿恩纂修:《〔同治〕大埔县志》卷十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第 21
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 701 页。



续表

时代 名称
作者 /
署名者

总字数 单字数
字频排序前五的单字

及其出现次数

康熙 劝民歌① 李焕斗 84 77
勿(5)、爱(2)、弟(2)、尔(2)、
吾(1)

合计 19547 2374
人(396)、不(320)、你(195)、
是(175)、一(170)

表 1 涵盖不同篇幅和类别的劝民歌,可见识字门槛普遍较低。 除《宗约

歌》外(如吕坤所称,他用了较多地方性的词汇和讹字,必会增加单字

数),其余劝民歌篇幅不大,且单字均在 700 以下,最高频的人、不、你、是、
一等均属常用字。 若以词组计,则以好人、吾民、父母、赌博等词为多,都
是民众熟悉的词汇。 以上劝民歌总近 2 万字,总单字也仅有不足 2400
字,统计中随着样本的增加,单字增幅愈发趋缓,达到一定的样本量后,单
字增幅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笔者并未增添样本,因为总字的数据

只能说明:识读所有劝民歌所需的总单字数,而非阅读个别劝民歌的一般

情况。 若去除较生僻的地方性用词,样本中的总单字数将更少。 可以说,
若一人具备阅读白话小说的能力,便可无障碍地读遍所有劝民歌。

表 1 基本能代表长、中、短篇劝民歌的大致字汇情况,反映出人们其

实无需具备读懂白话小说的能力(2000 字),而是掌握 600 余字左右便可

读懂多数劝民歌。 不少 500 字以下的短篇劝民歌,只需 200 单字便可习

诵,可能比记账这类最基础的“功能性读写能力”的门槛还低。 不过此点

难以求证,可追问的是:那些被用于记账、写信的常用单字,与劝民歌的用

字有多少交集? 换句话说,即使一人掌握 700 个单字,能写信,也只代表

其识字能力的下限,未必能读懂同样有 700 个单字的歌册。 其中既有语

句理解的差异,也有两类文本所用单字的重合程度等问题②。 施珊珊

(Sarah
 

Schneewind)的量化思路可供参考,她曾选取十通相对简单的明代

文言碑铭,并结合启蒙读物,推断掌握后者收录单字的读者所能读懂碑文

的百分比。 结论是,掌握《三字经》的读者能读懂这些碑铭 40%的文字,
掌握《千字文》者能读懂 55%,虽无法让读者理解碑文的深奥道理,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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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玉明、王雅安总主编,刘祖福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广灵县卷》下编《佚

失石刻》,三晋出版社,2013 年,第 473 页。
比如,若两个文类所需的 700 个单字全无交叠,此种讨论就失去了意义。 这类极端

情况不会发生,但统计不同文类之间有多少语汇交叠,对理解识字问题颇有必要。



以了解浅显的内容①。 然而生祠碑铭毕竟属于文言文,语句与白话多有

差异,若未经受文言训练,即便能看懂多数单字,也可能不明其意②,更遑

论只看懂 50%了,故施氏所论仍需反思。
劝民歌则是贴近日用伦常的口头文献,认得字句便可理解。 笔者藏

有一种晚清时的合刻本蒙书,上下栏分别是《总督部堂蒋劝民歌》和《三

字经》③,说明二者是被用作对照的启蒙读物。 因此,不妨参照各类劝民

歌与《三字经》《千字文》在单字上的交集情况,列表 2 如下:
表 2　 掌握《三字经》《千字文》所能识读不同劝民歌的最低比重④

　 　 　 　 　 　 　 　 劝民歌

启蒙读物　 　 　
三字经(总字

1062,单字 516)
千字文(总字

1000,单字 1000)

三字经+千字文

(总字 2062,
单字 1212)

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

劝民歌

(总字 1240,单字 591)
35. 9%⑤ 48. 2% 57. 4%

上谕十六章衍义劝民歌

(总字 1008,单字 574)
34. 3% 56. 4% 63. 1%

劝妇女十二贤歌

(总字 569,单字 343)
41. 1% 56. 6% 63. 3%

戒赌俚歌

(总字 500,单字 302)
35. 4% 57. 9% 63. 6%

好人歌

(总字 496,单字 220)
36. 8% 53. 6% 6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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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85-109.
比如,《大学》约有四五百个单字,若某人只具备基本的记账能力(约 400 字)而未受

过文言训练,即便这 400 字与《大学》的字汇大体相同,他也无法完全读懂《大学》。
笔者藏该书清刻本,封面已失,暂拟名《合刻三字经劝民歌》。
《三字经》《千字文》在宋以降衍生多种版本,各版的总字和单字数略异,但用于本

表的统计则差别甚小。 故分别择取一种清代的版本做统计,即可说明问题。 本表

选用的是中华古籍资源库中收录的清刻本《三字经》和清道光二十六年《千字文》
刻本(皆为国家图书馆藏品)。

 

该比例具体计算公式为:劝民歌和启蒙读物共同拥有的单字数÷劝民歌的单字数×
100%,即表示掌握相应启蒙读物所能识读具体劝民歌的最低比重。



续表

　 　 　 　 　 　 　 　 劝民歌

启蒙读物　 　 　
三字经(总字

1062,单字 516)
千字文(总字

1000,单字 1000)

三字经+千字文

(总字 2062,
单字 1212)

何苦来歌四首

(总字 486,单字 312)
34. 6% 51. 3% 60. 6%

息讼歌

(总字 435,单字 203)
41. 4% 57. 1% 64. 5%

禁种罂粟歌

(总字 264,单字 218)
37. 2% 49. 1% 56. 0%

劝息械斗歌

(总字 100,单字 91)
59. 3% 67. 0% 78. 0%

　 　 首先须强调,借助《三字经》 《千字文》分析识读问题必不全面,而只

能提供大致的参照坐标。 因两部蒙书也未包含所有常用字,能掌握二书

者,识字必然更多。 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古代“字典”或史料能作为统计

童蒙识字的权威样本,选择当时最普及的蒙书,至少能于无标准中提供基

本的参照系,这也符合时人合订劝民歌与《三字经》的思路。 故如此对照

仍可拓展对识读问题的理解,让我们认识到其中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审

慎辨析之。
由表 2 可见,不论劝民歌的篇幅如何,它们与《三字经》 《千字文》单

字交叠的比重均处在相近的范围:与《三字经》的交叠情况以 40%左右为

多,下限约 30%,上限约 60%;与《千字文》的交叠情况集中于 55%左右,
上限约 70%,下限约 50%;同时掌握《三字经》《千字文》者,至少能直接读

懂各类劝民歌 60%左右的内容。 应注意,生祠碑铭属于文言文,劝民歌则

是通俗的口头文献,两者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单字交叠比例居然颇为

相近,并且,不论是百字还是千余字的劝民歌,相关比例变化也较小。 要

如何理解该现象?
笔者认为,以上情况既非说明阅读文言碑铭和劝民歌的难度相等,也

不是说人们掌握《三字经》《千字文》对理解不同篇幅的劝民歌毫无差别。
而是表明,《三字经》《千字文》中有 40%至 60%左右的单字是构成当时各

类文本的核心字汇,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文类、篇幅不同的劝民歌和生祠碑

铭,在与启蒙读物的单字交叠比上会如此相近。 所以,表 2 仅提供一种参

照,即假设民众只掌握《三字经》 和《千字文》 所能识读劝民歌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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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实际上,不少劝民歌比《三字经》还要短小和基础,若已掌握蒙书,阅

读劝民歌应不成问题。 因为即便是千余字的劝民歌,单字数也很少超过

700,且比《千字文》这类文辞典雅、多有文史概念的蒙书要通俗。 这也是

许多劝民歌被用于蒙教的原因。
概言之,普通百姓只要掌握 300 到 700 个常用字便足以读懂多数劝

民歌。 这与刘永华、温海波对记帐所需识字能力的估算相近,而低于他们

对阅读歌册所需识字能力下限的判断。 这说明歌本文献也有识读层级之

别,劝民歌则是较浅显者。 就此而言,遍贴城乡的劝民歌告示,或许也能

被一部分粗识文字的民众识读。
有些劝民歌还被编入“杂字”,融歌谣习诵于识字实践之中。 明清杂

字以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成,主要满足乡民基本的读写需要,兼有德教和

知识传授等作用①。 其中就包括劝善类的内容,有的杂字甚至通篇以劝

民歌的形式呈现,比如笔者藏一件题名《五字孝经》的清代京都文成堂刻

本杂字,封面即题“新出劝民歌”,正文为五言唱词,开头是“劝民为良善,
教训子孙贤”,中后段相当于息讼歌。 这部杂字在晚清民国风行各地,得
到多次再版与传抄②,也从侧面佐证劝民歌下渗民间的广度和深度。

(二)个案:《四川大人劝民歌》的流衍与习诵

民众传抄劝民歌的实践深隐于历史的后台,所幸现存若干案例可昭

示此类现象曾广泛存在。 以《四川大人劝民歌》最为典型,仅笔者经眼的

版本就达 32 种③,据此可延伸探讨若干值得深究的问题:
其一,有关此歌的文献类型多样、时间跨度较长,包含晚清民国的抄

本、刻本、石碑拓片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油印本。 抄本达 17
种,说明民间不乏传抄此歌的实践。 在可确定时间的抄本中,最早的是光

绪十一年(1885),最晚的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 其中,一件落款“陈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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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温海波:《识字习礼:明清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与礼下庶人》,《史学月刊》2023 年第 1
期,第 56—72 页。
如民国五年(1916)铸记书局石印本《绘图订正五言杂字》和不确定时代的抄本《五

言杂字》(李国庆编:《杂字类函》第 8 册,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463—478、497—
516 页)。
各版本详情参见孙岩:《“道一风同”:清朝的统治及其“声教”实践》,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杨念群指导),2025 年,第 286—289 页。 限于篇幅,不再逐一列出。



书”的《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民歌》①字迹隽永,比对状元书法家陈冕

(1859—1893)的其他字迹,可推测该抄本确出其手。 又据陈冕的墓志铭

记载,山西大灾时陈冕“捐千金赈之,又作书募人济赈,得万余金”②,该版

可能是他写字募捐时所出。 此歌现存的刻本达 12 种,说明它曾付梓售卖

或分发;拓片的存在,表明此歌曾被勒石镌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的油印版,透露出此歌影响之深远。
其二,衍化出多种异名同实的次生版本。 即各版的内容并无本质区

别,仅在题名、个别用词、篇幅裁剪与排序组合上略有差异。 比如,题名

《四川大人劝民歌》 的版本共有 10 种;题名《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民

歌》的版本有 6 种;题名《四川杨大人劝民歌》的版本有 5 种;题名《四川

总督蒋大人劝谕歌》的版本 2 种;题名《劝民歌》的版本 2 种;另有较多只

出现一次题名的版本,如《四川杨大人劝民》《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论》
《四川蒋大人劝民》 《合刻三字经劝民歌》 《集蒋大人劝民歌》等。 其中,
有 18 种版本以“劝谕尔,众百姓,当堂听讲。 听本院,说一段,大块文章”
开头,另有其他 4 个版本并不以“听本院,说一段……”开篇,而是以“你

老爷,说一段……”作为开头。 有的还以“士庶民”代“众百姓”,或以“熟

读深思”代“当堂听讲”,或以“听本督”代替“听本院”。 然而,几乎所有

版本开篇后均从“富与贵,贫与贱,不得一样。 世上人,有几等,士农工

商”切入,后续内容亦近,仅在个别字眼和篇幅裁剪上有异,且多以“舍不

得,众百姓,回头四望。 怎奈是,君命召(按:亦有作“是君命”等),道阻且

长”终篇。 可见,各版虽于“蒋”“杨”的题名上有异,甚至相近题名者亦微

有差别,但终属异名同实。
因此,更重要的是版本现象昭示的流传问题与社会影响。 对民众而

言,劝民歌由总督级的“大人”推出,极具引导意义,是“蒋”是“杨”无关

紧要,重要的是其内容通俗易诵。 现存抄、刻本之数,足证此歌曾被广泛

发行与传抄,而碑刻版、合刻版、插图版等版的存在,说明此歌曾受多次加

工,昭示出各时期官府施教和民间因应的互动关系。
其三,空间覆盖广泛。 此歌除在川省流传外,还至少风行于山西、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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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参孔夫子旧书网(https: / / book. kongfz. com / 3421 / 6539564833 / ),2024 年 4 月 10
日。
孙葆田:《皇清赐进士及第诰授中宪大夫翰林院修撰加四级宛平陈君墓志铭》,韩明

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 年,第 278 页。



西和湖南等地。 如一件抄本题“光绪十一年……平定州寿阳县六箴居士

敬书”①,此地位于山西,结合前述陈冕之例,可知此歌至晚在光绪初确已

风行北方。 另有一抄本题“戊午年相月中旬三日著,长珍村孙如山读”,
尾页有闾长手书:“兹有本村之民孙如山前往灵石城内买物,希沿途友军

政民兵验条放行,敬礼。”②结合“闾长” “戊午年”等信息,可知该本录于

民国七年,读者系山西灵石县长珍村的村民。 甘肃的情况可据民国二十

九年的《集蒋大人劝民歌》 管窥一二,该书末题“集书人设馆,鲰生贾运

兴,住居在康邑岸门口太平河严家坝”③,透露集书人是陇南康县的塾师。
以上信息说明,此歌在民国时仍风行。 此外,还可从版刻窥得此歌的流衍

情况,一件清刻本封面即题有“永州西乡渡风塘文顺庆记印”④,可知该本

是由湖南永州的书坊所刻。
其四,此歌被广用于念诵、习字、蒙教和积善。 一件光绪十二年的抄

本在首句提出,士庶人等应“熟读深思”,与其他版本多作“当堂听讲”不

同,歌末又以小字注:“蒋公之言,可写可念。”⑤可见此歌在时人眼中既可

展示“口念必记”的生活准则,又可提供识字读书的便捷手册。 从部分抄

本中亦可发现民众习字的痕迹,比如一位抄者在“众百姓”上复写繁体的

“眾”字,并注“三人为众”,针对易错的“幾” “後” “买” “卖”等字,亦有复

写⑥。 村塾先生贾运兴的《集蒋大人劝民歌》同样用于蒙教,他令受书弟

子窝驼子和书童李家满抄录此歌,集成五本,“发奋苦读有益”,首页即题

“李家满读”⑦。 长珍村孙如山的抄本首页则有“积阴功”的题眼,并附对

联“百计不如阴鸷好,千金难买子孙贤”。 背面中题“状元高及第”大字,
左右为对联:“未卜他年大学士,先看即日小登科。”⑧看来此歌本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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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四川杨大人劝民歌》,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山西平定州寿阳县六箴居士抄本

(https: / / book. kongfz. com / 20847 / 3755216851 / ,2024 年 4 月 10 日)。
《四川杨大人劝民歌》,笔者藏民国六年(1917)山西灵石县长珍村孙如山抄本。
《集蒋大人劝民歌》,笔者藏民国二十九年(1940)李家满抄本(图像版)。
《四川蒋大人劝民歌》,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永州文顺庆刻本(索书号:103272)。
《四川总督部堂蒋大人劝民歌》,清光绪十二年(1886) 抄本( https: / / book. kongfz.
com / 15003 / 5045217860,2024 年 4 月 10 日)。
《四川杨大人劝民歌》,民国抄本(https: / / book. kongfz. com / 13412 / 995990294,2024
年 4 月 10 日)。
《集蒋大人劝民歌》,笔者藏民国二十九年(1940)李家满抄本(图像版)。
《四川杨大人劝民歌》,笔者藏民国六年山西灵石县长珍村孙如山抄本。



用于识字启蒙,还被视作可“积阴功”的善书加以保存。 这种情况并非个

案,如陕西流行的一首《治家教子歌要言》也强调歌行善缘,并附有“郃阳

县南知堡村家藏此板,若有人愿印者借版刷传”的信息①,这恰恰是民间

自主传播劝民歌的一种重要形式。
简易的文字、多元的版本、复合的功用,使《四川大人劝民歌》突破四

川的范围,并持续影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提

供了劝民歌在民间流衍传习的典型例证。

余论:探研“口头文献”的若干思考

劝民歌是明清地方官用以布政施教的通俗歌谣,包含综合型、专题型

等类,既融汇官方的政教内容和民间信仰,又时常照映出一些亟待解决的

社会问题。 这类文献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适应“口语文化”的特点,试
图将抽象的社会规范转化成富有人情味的感官体验。 其贯通官方意识与

民间文化、兼及口头与书写传统的性质,既可构成分析明清政教下行的思

想史材料,也为反思口头文献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例证。
劝民歌的案例表明,口头文献生动性、动态性的特征虽造就了文化表

达与传播的鲜活肌理,却也在文献的稳定性、可考性维度存在结构性缺

陷。 这种张力关系要求研究者突破单一的文献分析路径,尝试构建出口

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互文性阐释框架。
首先需强调,口头文献虽脱不开文本呈现形式,看似疏离口头过程,

实则仍有声音本位导向。 其作用形式也不只是阅读,而是包含读、唱等口

头实践。 因此,口头文献强调的是其内容和使用上的定位,这类文献时常

承载着有“声”有“文”的多元意义,构成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交汇地

带,从中可衍生出有别于传统文献学和阅读史的研究面相。
其次,在探研口头文献时,不宜完全沿袭古典文献学的方法,而应发

展出适于解析口头文献的分析路径。 尤其要从口头文献的非经典性、多
变性、模糊性、民间性、流动性和易逝性等不稳定的特点中寻得某些“确

定性”,追索破碎的文献信息背后的历史文化内容。
例如,许多在古典文献学视域下看似不登大雅、错讹百出的口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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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家教子歌要言》,王见川、柯若朴、侯冲等主编:《明清以来善书丛编·初辑》第

15 册,第 450 页。



献,恰恰蕴含着“一般思想史”①的价值。 劝民歌和鼓词唱本都会使用地

方性的俗语、别字、异体字、同音假借字,正如吕坤在《宗约歌引》中辩解

的,这些有意的“讹谬”恐会“取笑于文人”,但文字精确并不重要,关键是

这些文字能否转化成可听可感的声音,“令入耳悦心,懽然警悟”,故“知

言君子,必不罪予也已”②。 对于民众的认知而言,这些“错讹”反而构成

某种“正确”,不能以古典文献学的视角评判之。
在版本学的问题上,口头文献的“不稳定”结构带来研究困难,也留

下了探索历史复杂性的空间。 比如劝民歌“同名异实”和“异名同实”的

现象都很突出,从其生成、传诵到刊抄,相关字词、内容乃至作者都可能存

在异文性。 前揭“四川大人劝民歌”的个案说明,不宜根据题名差别切割

各版本间的联系,但也要剖析差别产生的原因和深隐其间的传诵实践。
对于口头文献的传播而言,作者(或署名者)的问题既重要却又不那

么重要。 比如,劝民歌因不登大雅之堂,较少被收录于士大夫文集。 作者

或编者也鼓励人们转抄复制,注重文献的“再生”效应,而非“专有”发明

权。 故该类文献有较强的公共性和流动性,对其署名和版本问题,不宜以

传统的文献辨伪思维进行“真伪”考证,也未必能找到确切的原初版本,
更需关注的是其流衍问题背后的传播机制与文化生成图景。

传统“流通学”的研究方法仍有成效,但与纯粹的书面文本相比,唱
诵、阅读和传抄构成劝民歌的流通形式,由于多了口传的环节,其“流通

学”的内涵与外延应有拓展。 不少口传实践发生于隐蔽的历史后台,很
难悉数按古典文献学的方法“考实”。 我们固然可以结合各类直接或间

接证据,勾勒口头文献的流通“实”象,但更要从“虚”中探“实”,在看似

难以把握的传诵记录中寻绎其隐性环节与文化实质。
再次,评判某一口头文献的影响时,不宜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应

围绕其功能性与地域导向,兼容口头与书面文化的视域,才能作出相对全

面的分析。 比如,唱诵、阅读和传抄环节均可单独发生,但时常两两并行,
既有分别,又内在一体。 前揭不少劝民歌实现户诵之、妇孺能习之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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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的思想史”强调人们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思想

如何构成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2 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3 年,第 12 页)。
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 《 吕坤全集》 下册 《 吕书四种合刻·宗约歌》,第

1252—1253 页。



录,确有一定的根据,只是这种记录常介于虚实之间:实而言之,它肯定某

劝民歌曾于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获得传诵;虚而言之,它彰显的是无

法用确切指标衡量的教化影响。 而各地推行劝民歌既可能像前引诸例那

样掀起德化之风,也可能成效有限。 故不宜对劝民歌等口头文献的传诵

效力简单作出有效或无效等非此即彼的理解,而应注意它必于不同时空

下呈现分途。 但无论如何,这套融汇基层政教与民间惯习的传诵机制已

然形成,并持续影响至近现代。
最后,解析劝民歌等口头文献有助于反思重要的学术命题。 比如声

音与文字、口头与书写传统的关系,以及二者在明清政教运作与文化整合

中的作用。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重文,既指文章,也包括文字,更指涉一套

文化价值取向①。 在王朝统治层面,“以文书御天下”则是秦汉以降王朝

行政运作的基本特点②。 在上述情况下,如何看待口头文献的意义?
只要人类还仰赖听觉系统生存,口语和声音的重要性就存在。 中国

自先秦便有“声教”的政教传统,其重要性在秦汉以降也未尝消失,且渗

透于社会运作之各方面③。 窃以为,对传统重文的观察,适于概括宋以降

的精英文化与士人生活。 而文书行政的核心地位,集中于以皇帝、官僚为

行为主体的行政范畴。 若将视线下沉到百姓和基层治理,声音与口头的

传统似更普遍而重要。 田海(Barend
 

ter
 

Haar)便从帝制时期的谣言现象

发现,前现代中国的地方社会“大体上仍然是一个口头文化的世界”④。
其他围绕“大众文化”的研究⑤,均有共证。

口头文献正是上述文化现象的重要呈现载体,更贴近“一般的思想

史”和“大众文化”的论域。 因声音与文字各有所长,针对不同领域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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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东杰:《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东方出版社,2018 年,
第 102 页。
郭睿君、卜宪群:《中国古代文书行政与国家治理》,《光明日报》 2024 年 11 月 18
日,第 14 版。
对“声教”的界定与讨论,详参孙岩:《声与政通:清代城市的钟鼓之音与“声教”统

治》,《新史学》第十八卷《声音中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年,第 140—
141 页。
[荷]田海著,赵凌云、周努鲁、黄菲等译:《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中
西书局,2017 年。
[美]罗友枝、[美]黎安友、[美]姜士彬主编,[加]赵世玲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大

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面的问题,二者的优先性会发生转易。 说中国传统重文,是在智识积累和

文化取向层面而言的;而文书行政虽连接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但它主

要对“官”而非对“民”。 举凡需让民众知晓的信息,地方官就面临如何转

化文书内容“晓谕”百姓的问题。 办法主要有二:一是本文论及的广贴告

示,可以理解成文书行政的外延或末梢。 二是口头传播,借助基层权力结

构和乡土社会网络实现“口诵遍谕”。
就政教观的基层传导而言,声音胜于文字,口授胜于笔传。 不过,口

语和书面文化并非割裂,而是内在贯通。 劝民歌就是既以口头传诵,又通

过告示、歌册、报刊等文本媒介,开拓出阅读和传抄的传播层次;又如各类

俗解本“圣谕”,实际上是将帝王“声教”转换成百姓易晓之语,用以宣讲

或供给阅读,这类文献也是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交融的产物。 可见,口头

文献不仅与大众文化相关,而且同样存在意识形态运作的政治维度。
综上所述,研究口头文献必借助古典文献学体系,但若无法部分抽离

出唯版本、目录、校勘、流通价值而论的分析视域,则极易对口头文献感到

“不适应”。 应在考订基础内容之上,深研其背后的口头传统与声音文

化,尤其是它们承载的与书面文化相异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 通

过构建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互文性阐释框架,有望将口头文献的形成、
传播和作用形式,纳入古代政教观念的传播、民间文化的生成与整合等重

要命题中。
借由研讨口头文献,“文献学” “一般的思想史”和“大众文化”研究

便可联成一体,将学者带入“有声有色”的历史场景,为向来注重文本的

文献学增添一条相对灵动的“声音”轨迹。 尽管这种口头的内容仍不得

不借助文字表达(缺乏留声技术),但已然能让学者以更具“通感”的方式

追索文献和历史,并将古代史与文献学的研究引入新境。 当然,如何发展

出有效探赜口头文献的方法体系,仍仰赖多学科学者的共同积累和总结

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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